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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自主创新的深入发展，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在我国日益增多，我国没有相关法律制度给予充分救济。要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以及维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在充分研究国外相关理论与制度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及司法改革动向，构建适格原告制度，科学分配证明责任，确立诉讼激励机制，实行行政处理前置，培养复合型审判队伍，以概括式受案范围提供充分司法救济，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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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屡屡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挫伤了国内企业和个人对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损害了行业组织与消费者的群体利益。随着一系列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进入社会公众视野，尤其是涉及到某一项技术创新的公益诉讼案件成为关注焦点，学界和相关机构也开始尝试运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行业和企业群体的利益，如2005年，北京大学张平教授等多位学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飞利浦在DVD方面专利宣告无效的申请；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张楚教授提起针对辉瑞公司某药物发明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对花旗银行、强生公司等跨国公司提起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公司在该技术领域的专利垄断，有效维护了国内创制企业和机构对于自主创新的信心。近年来，国内对于自主创新的呼声的高涨，涉及到某一行业和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

2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知识产权法中公共领域的诉讼权益进行了激烈的研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理论得以蓬勃发展。其中戴威德·兰恩吉、威恩蒂·戈登等学者便是杰出代表，戴威德·兰恩吉强调，近年来国家对于社会公共领域重视程度不断下降，对私人权利恣意扩大却持忽视的态度，已经达到了承受极限；他结合知识产权过于注重私人利益保护的缺陷，提出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建立在法治力量来保护公共的利益基础之上[1]。威恩蒂·戈登主张：变革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因为公共领域对国家的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为公共利益主张提供充分有力保护[2]。她还根据洛克先决条件进一步指出，当公众共有权和创造者知识产权发生冲突时，公众共有权优先，创造者知识产权在后[3]。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还没有明确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学者们围绕构建我国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2.1  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的辩证关系

吴汉东提出知识产权与信息、思想、知识等意识表达与传播有紧密联系，在保护原创者私人权益时，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知识文明更加广泛传播以及更大程度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目标[4]。他进一步提出“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享有，受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5]。郑成思认为“禁止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则是各国立法均应注意的”[6]。费安玲认为解决知识产权行使与知识产权滥用所造成私益与公益之间冲突的制度理念应当构建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7]。冯晓青提出虽然知识产权用法律形式予以确认并保护知识产权者的私人权利，但是它也应当顾及对公益的保护，如何实现知识产权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永恒不变的目标[8]。此外还有学者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论述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总体说来，我国理论界对待知识产权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研究，一致认为知识产权制度除了要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私人利益之外，还应当认真履行限制权利者滥用权利、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责任、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和谐一致，才能保障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速度。

2.2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理论依据研究

刘友华认为扩张与异化的知识产权对公有领域的漠视，导致全球化语境与国际视野下公共利益的缺失，现有法律制度又不能提供有效救济，因此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是可行路径选择[9]。黄汇指出知识产权和公共利益之间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人侵占公共利益、滥用权利侵害公共利益以及知识产权反限制侵害公共利益等三个方面，但是民事诉讼制度在公共法益重构上存在功能缺陷，必须突破传统的诉权理念及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10]。胡艳美等论述了知识产权者滥用权利、权利本身并化性质、法律之间冲突与公共利益保障在传统诉讼模式上问题与不足决定了完善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是必由之路[11]。陈辉峰论述了建立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提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是弥补我国公共利益法律保护盲区的需要、是法治社会的需要、亦是构建和谐社会之需，同时对完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适时性作了理论分析，强调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是宪法性权利的体现，亦是社会连带理论的运用[12]。总的说来，面对知识产权的权利滥用现实及异化扩张趋势，而传统诉权理论缺陷，现有法律救济制度不足，构建我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学界共识。

2.3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具体制度研讨

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参与了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具体制度研讨，重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 原告适格问题。颜运秋等主张应当学习国外先进立法，赋予原告提起诉讼时并不要求诉求内容属于法律特别赋予的权利，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受侵害的利益是属于法律保护或调整利益范畴，就可以向法院主张司法救济。这表明由于侵害行为受到间接损害的当事人包括利益受到影响的关系人，都有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检察部门、公益性组织、社会团体、律师组织和个人都拥有向法院提起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13]。孙国瑞等的观点是当事人还应扩展到个别关系企业、行业骨干企业联盟、科技管理机关、其他组织等[14]。王经纬认为原告还应包括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15]。宋朝武提出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可以由法律授权的个人或组织取得[16]。总的说来，我国学者对原告适格一致采取扩大化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对扩大化程度的要求。

（2） 证明责任。谢绍静认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证据规则，对由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所造成损害事实或由于权利滥用而导致公共利益损害，应由诉讼原告负举证责任，公共利益损害与权利滥用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则应当由诉讼被告负举证责任[17]。王青丽提出举证规则应当针对不同原告而予以区别对待，对于检察部门作为原告提出公益诉讼，应当采取“谁主张，谁举证”举证原则，对于公民和公益性组织作为原告提出公益诉讼应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原告必须承担关于被告损害公共利益事实方面的举证责任[18]。总的说来，我国学者基本上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原告证明责任坚持倾斜性保护原则，但在具体证明责任分担的范围确定方面上持不同观点。

(3) 激励公益诉讼机制。郑家红等提出让败诉的被告承担一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在惩罚性赔偿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对原告的奖励[19]。许颖辉提出，公益诉讼赔偿金除了对原告的奖励部分外，其余赔偿金额可用于发展公益性事业或者设立公益诉讼基金会，专门用于支持公共利益事业的发展[20]。总的说来，我国学者基本上对激励公益诉讼持肯定观点，不同在于激励方式方面的区别。

(4) 涉及其他制度。如行政处理前置程序、专业审判机构设立与受案范围确定等等。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们对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已进行广泛研讨，但由于我国民众法律意识淡薄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空白，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尚无定论，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3  国外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立法概况

各种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着许多具体明确规定，以著名的TRIPS协议为例，该协议第7条就明确规定：行使知识产权权利目标在于推动新技术交易与传播，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知识生产方与使用方的双赢，实现权利和义务之间平衡。根据第8条规定的精神，协议国还可以自主采取必要有效措施去预防和阻止权利者实施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以保护公共利益。由此可知，TRIPS协议对于成员国在制定或者修改其国内知识产权方面法律制度，允许其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制定和采用必要法律措施，包括完善和建立适合本国实际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较早并极为完善，有“私人检察总长制度”之称的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不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控告，以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名义向法院提起的公益诉讼也是可以的。如美国《反欺骗政府法》和《联邦采购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欺骗政府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控告。美国《联邦地区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保护除个人利益的案件，在法定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个人或者国家名义起诉。美国《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反垄断法律也有相类似的公益诉讼规定。完善的救济制度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扩大化提供了法律基础，即利害关系人、非利害关系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机构等，都可以充当美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

英国在公益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检察总长制。该制度规定由检察总长代表公众利益、以自己名义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出控告，经检察总长许可的情况下，私人也能够代表公众利益向法院提出公益诉讼。同时，地方政府部门可以自己名义针对损害了本辖区公民权益的侵害行为向法院提出公益性质控告；专利局长能够针对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利而损害公益的行为向法院提出公益性质控告；公正交易总局也能够针对不正当竞争以及垄断损害了公共利益的侵害行为向法院提出诉讼。

法国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公益诉讼由检察官担当社会公共利益的保卫者角色。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3条中明确规定：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必须进行诉讼。法国另一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特定社会团体，特定社会团体为了维护团体中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可以以团体的名义提起诉讼[21]。并规定作家协会作为社会团体，可以提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

德国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与法国的相似，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公益诉讼的代表机关。此外，德国民法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在特殊领域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从而形成了有德国特色的团体诉讼制度，并成为我国理论界提出“公益诉讼信托”的理论与实务方面依据。

日本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比较广泛，不仅检察机关，而且公民个人与社会团体组织都可以充当公益诉讼原告，日本理论界所提及的“民众诉讼”就是以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组织为原告所提起的公益诉讼，民众诉讼是日本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的主要类型。二战后日本学习借鉴美国检察制度，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就受损的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22]。

以上的情况看来，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公益诉讼制度特别是原告资格方面存在共性与个性，同时为了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和减少损害，原告资格的范围同时也在不断扩大，目前主要包括三种：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与公民。英美法系比较重视发挥公民个人维护公益的监督作用，为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努力构建便利制度与渠道。大陆法系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相对较窄，只有特定主体才能提起公益诉讼。

综上所述，针对不同国家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原告主体确定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学习借鉴的有益经验和体例，努力学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有效经验，不断完善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4 完善和建立我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设想

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公益诉讼涉及的是某一群体的甚至社会共同的利益。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说过“所有的法律没有不为着社会上某种利益而生，离开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观念的产生”[23]。然而知识产权公共利益是非常脆弱的，不会直接损害到谁的利益，实际上又侵蚀了许多人的利益。以飞利浦DVD专利案件为例，似乎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又跟每位消费者有莫大的联系。
因此，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消费主体还是创新主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基于以上原因，结合国外的保护经验，以及我国目前现状以及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在民事诉讼法律范畴里面，完善和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和技术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是必须且迫切的，需要重点确认以下几个方面： 
4.1 原告资格确立

旧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必须与案件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当事人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纠纷，保护个人私益，诉讼性质是当事人之间的私益冲突，因此诉讼中没有所谓公益与私益之间价值取舍以及利益冲突的问题[24]，传统的诉讼原告定位问题是诸多学者诟病的结症所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相对于旧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规定及传统民事诉讼原告适格理论有了质的突破，为我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原告多元化及广泛化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是就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仍然存在操作不足的问题。

一是涉案原告只限于环境污染与消费权益两种，如技术垄断、商标不当使用、著作权过度保护等等，均未涵盖在内，在所有的知识产权公益纠纷中范围太小，造成司法救济范围有限。通过对比发现，可以适当借鉴英美国家制度，扩大对公益保护范围，将“由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行为”列入我国公益诉讼对象范围之内。

二是该规定带有大陆法系特征，没有将“公民个人”纳入在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之内。结合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频发的态势，专家学者、律师等个人在案件中起着不可忽视主体作用，同时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对公益受损问题采取不作为态度的现象也存在。因此借鉴英美国家的原告广泛化制度，将“公民个人”纳入到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范围，一方面可以填补国家机关、组织受理率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民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意识，更好地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从源头上降低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实现把人民参政监督权和司法机关审判权密切结合起来[25]的公益诉讼目标。

4.2 证明责任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专业性技术性强，涉及的法律比较复杂广泛，实践中调查取证的难度也比较大，有力证据一般为被告所掌握。而新民事诉讼法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如果证明责任由原告承担的话，这对公益诉讼的原告特别是公民个人作为原告的情况下是极为不利的，也不符合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则。因此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应按照我国最高院关于“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的司法解释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即侵害事实和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原告能够初步证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造成公共利益损害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在诉讼手段上实现利益格局的适当平衡。

4.3 激励公益诉讼机制

社会公众一般有搭便车的心态，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一般具有耗时长、成本高，标的大等弊端，因此,为了鼓励和支持全社会关注保护公共利益，应当建立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奖励及诉讼费用减免制度。

在奖励方面，古罗马时期“罚金诉讼”、美国反垄断法《克莱顿法》或者《反欺骗政府法》规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以对败诉被告科以一定数额罚金，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胜诉被告奖励，或者国家在财政中设专项专款奖励原告。同时针对被告为逃避承担可能败诉责任而采取与原告私下串通和解损害公益情况，在奖励制度构建方面也应考虑设立相应约束机制，限制原告的自由处分权（如撤诉），切实维护公共利益。

在减免诉讼费用方面，一是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中原有的以诉讼标的额作为收取民事诉讼费用依据的制度应该取消，探究更加合理的诉讼收费制度，并根据原告申请由法院视情况对原告（特别是个人）诉讼费用进行减免，二是在政府部门（如知识产权局）设立公益诉讼基金项目，该项目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社会各界捐助以及按一定比例提取公益胜诉案件的罚金。在提起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之前，原告可以按照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公益诉讼基金项目经费可以作为败诉原告承担诉讼费用。关于这方面社会上已出现了有益尝试：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支持下，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于2015年1月启动“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该基金重点支持对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前期调研、取证等活动提供相应的资金。

4.4 涉及其他制度

关于行政处理前置程序。设立行政处理前置程序有利于防止滥诉行为发生，也为后期诉讼判决提供很好证据材料。当前我国商务部或者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作为行政处理部门，当事人对受理的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处理不服的公益案件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关于专业审判机构设立。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决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三个城市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创新举措，不仅充实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还将进一步威慑滥用知识产权权利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加强公民的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意识，为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今后知识产权法院要重点做好选任一批专家型的高素质法官充实到审判队伍，只有知识技术与专业“复合型”法官，才能就案件涉及技术专业问题与诉讼参与人进行互动交流，作出判决更加具有公信力。

关于受案范围确定。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应采取概括式立法：凡是知识产权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或者调整的利益，且该利益不属于某一特定的主体所有而是属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种概括式立法不仅对侵权人起到一种无形的威慑作用，及时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使滥用知识产权的主体处于广泛监督之下，有利于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5 结语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规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重要利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环境下，对知识产权权益的维护，能有效保护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营造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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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mmonweal Litigation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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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development of self-innovation, the Commonweal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reased, there isn’t practicable legal system to support it. Research on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and foreign relative theory and system , Base on the trend of judicial reform to distribute the burden of proof, constructing the plaintiff system and incentive litigation, Implementing the pre-treatment of administration and judicial remedy of accepting case, to form the characteristic Commonweal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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